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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恶性肿瘤是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也给社会经济发

展造成了沉重负担。我国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远低于欧美国家,凸显出我国肿瘤防控工作仍有待

加强。当今世界正进入大科学时代,肿瘤研究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

的以知识探索为导向的研究范式限制了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的有效转化。为提升肿瘤科研转化效

率,提升我国肿瘤防治综合实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功举办了双清论坛“临床问题驱动的

肿瘤研究新范式”。此次论坛深刻剖析了肿瘤预防、诊断、治疗及药物研发等领域的核心难题,并深

入探讨了“肿瘤研究新范式”的核心内涵与显著特征。本文旨在总结论坛达成的共识,概述肿瘤防

治的现状、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传统范式的局限性以及新范式的内涵特征,为推动我国肿瘤研究

高质量发展和科学基金前瞻布局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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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之

一,根 据 国 家 癌 症 中 心 和 国 际 肿 瘤 研 究 机 构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发布的基于肿瘤登记及随访监测最新数据,
我国肿瘤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达482万和257万,
均约占全球的25%,较高的肿瘤疾病负荷给我国造

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同时,我国肿瘤患者整

体的 五 年 生 存 率 仅 为43.7%[1],远 低 于 美 国 的

69%[2],以及德、法等国家的62.8%~82.5%[3],这
提示我国肿瘤的整体防控措施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

国家,制定适合我国人群的精准防控策略刻不容缓。
提升肿瘤防控水平的关键是实现肿瘤的有效预

防、早诊和治疗。针对肿瘤三级预防的临床需求,亟
须解决肿瘤发生、发展及演变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具
体包括:(1)

 

目前我们对环境、生活习惯等因素与机

体互作导致基因突变的致癌因素缺乏深入认识,导
致肿瘤预防策略匮乏。(2)

 

对癌前病变—原位癌—
微浸润癌的病理演变及其基因、分子调控机制远未

阐明,难以创建肿瘤早筛和早诊的新方法。(3)
 

对

肿瘤个体的人群、遗传特征等异质性特征尚未厘清,
导致肿瘤精准治疗发展遇到瓶颈;肿瘤治疗过程中

各种治疗方法及药物对肿瘤及机体的重塑机制缺乏

认识,难以从个体层面优化联合治疗和序贯治疗策

略,也难以制定耐药克服策略、实现全程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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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肿瘤演变、治疗方法及免疫、代谢等诸多机体调控

因素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认识,难以实现肿瘤

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当今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新的科学前沿不断

产生,学科交叉融合加速,医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和

范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肿瘤研

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传统的研究设计

范式与临床需求之间的脱节,导致科研人员在研究

过程中未能充分聚焦临床实际问题,进而使得研究

成果在临床应用中缺乏针对性与实用性。同时,面
对多学科交叉领域的问题及新兴前沿技术的挑战,
科研人员在相关能力上的不足,使得科研成果难以

及时跟进临床实践的需求变化,从而在科研成果向

临床转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障碍,最终影响了肿

瘤防治工作的有效推进。为加速肿瘤科学研究转化

效率,提升我国肿瘤防治综合实力,加快我国原创药

物研发步伐,助力医药产业发展,2024年8月22日

至23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信息科学

部、计划与政策局联合主办的第373期双清论坛“临
床问题驱动的肿瘤研究新范式”在武汉召开。本次

论坛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肿瘤学科发展前

沿,全面分析了肿瘤预防、诊断、治疗、药物研发等领

域的关键瓶颈问题,凝练了重要发展方向和关键科

学问题,提出了肿瘤研究新范式,将为我国肿瘤研究

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科学基金前瞻性布局提供理论支

撑。现对会议中关于肿瘤防治现状与困境及其背后关

键的科学问题、传统研究范式面临的挑战和肿瘤研究

新范式内涵与特征等4个方面达成的共识总结成文。

1 肿瘤防治现状与困境

1.1 我国肿瘤的发病形势与一级预防

我国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给个人、
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面对这一严

峻形势,积极开展肿瘤一级预防,减少或消除已知的

肿瘤危险因素暴露,是防止恶性肿瘤发生、降低全社

会卫生经济负担的关键措施。目前普遍认为,除少

数具有明确遗传易感的肿瘤外,多数肿瘤的发生是

环境因素与遗传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遗传易感

性、环境暴露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在肿瘤发生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其中吸烟、酗酒和肥胖是最主要的生活

方式相关危险因素,而空气污染则是最重要的环境

致癌因子。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恶性肿瘤防控工

作,并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健康教育的普及、生活

方式的干预及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采取了具体且

行之有效的措施,旨在从源头上减少肿瘤的发病率,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在政策法规方面,《健康中国行

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的发

布明确了我国癌症防治的战略目标及实施措施,为
肿瘤的一级预防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我国

在肿瘤病因学预防层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
云南省宣威市通过实施大规模的改炉改灶工程,有
效降低了室内燃煤排放物的暴露,显著减少了当地

的肺癌发病率;江苏省启东市通过大规模的乙型肝

炎疫苗接种计划以及经济转型和膳食结构调整,成
功降低了当地肝癌的发病率,取得了预期的政策效

果。此外,在社会层面,提高公众对肿瘤预防的认识

和重视,并探索建立基于数字化智能健康管理的癌

症一级预防服务及研究平台,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

健康管理,已成为进一步推动肿瘤防控的重要措施。
上述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减少肿瘤的发病率和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也为构建健康中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尽管我国在肿瘤预防方面已采取多项措施,但

仍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首先,我国癌症流行病学

呈现独特的双重特性:既有发达国家特征,又有发展

中国家特点,并且存在一些特有的高发癌种,这使得

肿瘤病因学预防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经验。尽管通过

大规模基因测序技术已能够推测一些新的致癌因

子,如国人尿路上皮癌组织中发现的马兜铃酸造成

的基因突变特征[4],但像环境污染等新兴致癌因子

的致癌机制及其防控策略仍须通过长期的大规模队

列研究进一步验证。同时,随着我国癌谱逐步向不

良生活方式相关的恶性肿瘤转变,一级预防的难度

加大,亟需更加全面且系统的干预措施。其次,由于

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医疗资源

的分布极为不均,中低收入群体及经济相对落后地

区的居民在肿瘤一级预防资源的获取上尤为困难,
导致难以构建覆盖全国的高效肿瘤防控网络。最

后,我国居民在肿瘤危险因素的系统性认知方面普

遍存在较大不足,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较弱。
这种认知的缺乏使得居民难以主动采取有效的预防

措施,从而降低了一级预防的实施效果。肿瘤一级

预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的挑战和困境需

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尤其需要政府部门发挥主

导作用,根据最新的肿瘤病因学研究成果,制定并实

施更为有效的防控策略,降低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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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风险,推动我国肿瘤防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2 肿瘤高危人群筛查与早期诊断的现状与困境

肿瘤高危人群的筛查与早期诊断在降低肿瘤发

病率和死亡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在癌症防控中

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表明,约三分之一的肿瘤可以

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有效治疗,部分早期肿瘤的治愈率

可高达90%。因此,针对肿瘤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和早

期诊断已成为当前肿瘤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肿瘤早筛早诊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了《肺
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年版)》和《结直肠癌

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年版)》,明确了高风险

人群的界定、筛查对象、筛查方法、筛查频率、早诊早

治原则及随访管理等关键内容,为高发肿瘤的早筛

早诊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撑与科学指导。各省市也将

肿瘤早筛早诊工作作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项目予以推

动。例如,贵州省重点关注女性常见肿瘤,开展了

35~64岁农村妇女的宫颈癌和乳腺癌“两癌”筛查,
大大提高了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和治疗

率,有效降低了“两癌”的死亡率。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主导的广州市肺癌筛查试点项目(“爱肺

计划”)在多个社区开展,通过低剂量螺旋CT和肿

瘤标记物血液检查等手段,提高了早期肺癌的发现

率,同时为广东省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数据

支持。随着肿瘤早筛早诊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推广,
预计我国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将显著降低。

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肿瘤高危人群筛查与早期

诊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若干挑战。首先,现
有早筛早诊技术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筛查方

法如影像学检查和内镜检查对医生的技术水平、设
备精度以及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较高;液体活检等新

兴技术在早期癌症筛查中具有潜力,但其灵敏度和

特异性仍须进一步提高,且成本较高,普及应用面临

一定困难。其次,筛查的覆盖率仍然偏低。尽管政

府、医疗机构和企业在推动癌症筛查项目方面做出

了积极努力,但基层医疗资源不足和偏远地区的条

件制约,仍限制了早期筛查工作的广泛开展。最后,
高危人群对早期筛查和诊断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
依从性差,且许多人存在对癌症的恐惧或歧视心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筛查的实施效果。为应对这

些挑战,亟需政府、医疗机构、企业以及公众的共同

努力,推动肿瘤早筛早诊工作不断完善和发展。

1.3 肿瘤临床治疗进展与瓶颈

肿瘤治疗的演变历程充满了探索与创新。从最

初的手术切除、放疗、化疗等单一模式治疗,到精准

治疗时代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再到现在的个体化

精准治疗和患者全程系统化管理,每一次肿瘤治疗

理念和手段的变革都带来了肿瘤治疗的新突破,肿
瘤治疗目标也升级为追求长期生存和更好的生活质

量,进入了肿瘤慢病化的时代。
目前,肿瘤临床治疗的进展趋势呈现出多元化、

精准化和个性化的鲜明特点。首先,随着基因测序

和分子诊断技术的飞速发展,精准医疗逐步兴起。
对疾病的精准分类分型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并减

少了不必要的副作用。此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
原嵌合受体T细胞(CAR-T)等免疫治疗药物的临

床应用取得突破,成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之后的第

四大肿瘤治疗技术。另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

技术也在肿瘤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

过收集和分析患者的临床数据,人工智能可以预测

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

的决策支持。还有肿瘤热疗、放射配体疗法(RLT)
等新型疗法也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我们有理由相

信,未来的肿瘤治疗将更加高效、精准和人性化,为
肿瘤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然而,肿瘤治疗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逐步

遇见了自身发展的瓶颈,可主要归纳为如下六个方

面:(1)
 

抗肿瘤药物研发创新性不足。我国新药研

发缺少源头创新,同质化竞争严重。当前大部分中

国企业的药物研发倾向选择风险更低、速度更快的

“me-too”模式或“fast-follow”模式,据中国药物临床

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统计,2012年至2024年4
月平台登记的试验总数为24

   

502项,其中抗肿瘤相

关临床试验高达4
   

000项左右,主要聚焦于已得到充

分验证的热门靶点,缺少自主创新的抗肿瘤靶点,特
别是针对中国人群特有药物靶点的“First-in-class”
药物的探索与开发[5]。(2)

 

精准治疗远未实现。尽

管近年来在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领域取得了

显著进展[6],同时以二代测序为代表的基因检测技

术也逐渐在临床普及,但除少数明确驱动基因突变,
大多数新型抗肿瘤药物的有效标记物仍不完全明

确,受益人群筛选困难,距离精准治疗的理想状态依

然很远。(3)
 

肿瘤治疗获得性耐药不可避免。肿瘤

治疗过程中常发生获得性耐药,获得性耐药的出现

往往导致治疗失败、肿瘤复发,甚至加速肿瘤的进

展,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7]。(4)
 

联合

治疗方案及治疗时序仍须优化。尽管联合治疗方案

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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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困扰着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特别是在治疗时

序的安排上,不同的治疗顺序往往会导致截然不同

的治疗结局,增加了临床决策的复杂性[8]。(5)
 

肿

瘤治疗中的系统化管理仍须加强。肿瘤患者的治疗

结局往往不仅仅取决于肿瘤本身,更是受到全身多

个系统功能状态的综合影响,如机体免疫系统、恶病

质状态、造血生态、衰老状态、肠道微生态等[9,10],都
在无形中塑造着肿瘤患者的治疗路径和最终结局,
但目前肿瘤治疗中的系统管理理念和体系仍不健

全,导致治疗效果差强人意。(6)
 

肿瘤治疗疗效评

估及指南外治疗选择问题。目前,评估肿瘤治疗疗

效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超过

指南推荐的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往往依赖于有限的

评估结果和医生的临床经验,导致治疗选择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尽管随着肿瘤学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发展,我国

肿瘤的防治水平已取得显著进步,但与世界先进水

平仍存在显著差距,在肿瘤病因预防、早诊早治和临

床治疗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瓶颈和障碍,科研工作者

需要深入分析肿瘤防治全链条上的关键科学问题,
从肿瘤防治临床实际出发构建“临床问题驱动的肿

瘤研究新范式”,精准对接临床与科研,推动肿瘤学

研究深入发展,从而切实提高我国肿瘤防治的水平。

2 肿瘤防治困境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

肿瘤防治困境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涉及多个方

面,但概括来说就是如何在肿瘤的全生命周期内理

解其复杂性及其与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

Douglas
 

Hanahan与Robert
 

A.
 

Weinberg教授共同

提出“肿瘤特征(Hallmarks
 

of
 

Cancer)”概念[11],从
肿瘤细胞、血管生成及侵袭转移角度归纳了肿瘤的

六大标志性特征,为理解其复杂性搭建了基础逻辑

框架。随后二十余年间,能量代谢失控、逃避免疫清

除、促炎作用、基因组不稳定性、表型可塑性、表观遗

传重编程、多态性的微生物组以及肿瘤衰老等新特

征进一步丰富了肿瘤特征的理论体系[12,13]。“肿瘤

特征”概念的提出和不断更新,为肿瘤临床防治研究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它引导研究人员更加全面

地了解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机制,从而开发出更加精

准、有效的治疗方法。例如,针对肿瘤细胞逃避免疫

清除的特征,研究人员开拓出了免疫治疗这一全新

的治疗领域,为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由此可见,对临床表象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进

行有效归纳是推动肿瘤研究不断深入的前提,也是

提升研究成果临床转化能力的有效途径。基于我国

目前肿瘤防治的现状与困境,除了对“肿瘤特征

(Hallmarks
 

of
 

Cancer)”的重点研究外,我们同时应

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关键科学问题。

2.1 肿瘤发生发展的动态演进规律

肿瘤在其发生、发展、转移乃至治疗耐药的全生

命周期中,始终伴随着动态且具有适应性的演进过

程。肿瘤能够巧妙地适应并抵御各种治疗手段,从
而演化出更加恶性且耐药的克隆特性,这也是临床

上治疗反应千差万别、治疗后易出现复发和耐药的

核心所在。目前普遍认为,肿瘤动态演进不仅体现

在肿瘤细胞遗传与表观修饰的变化上,还反映了肿

瘤微环 境 改 变、外 部 治 疗 压 力 等 多 重 因 素 的 影

响[14,15]。因此,深入探究肿瘤发生发展的动态演进

规律,对于推动肿瘤精准诊疗技术的进步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
揭示肿瘤动态演进规律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理

解肿瘤基因型和表型的静态角度,转换到从动态的、
系统的视角去把握其在不同时间节点、不同治疗条

件下的变化轨迹。这包括解析肿瘤异质性如何随时

间演变,治疗如何塑造肿瘤的进化路径,以及如何通

过监测肿瘤的动态变化来预测治疗反应和耐药性的

产生。通过高通量测序、单细胞分析、人工智能等现

代科技手段,我们可以更加精细地描绘肿瘤的动态

演进图谱,为个性化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基于肿瘤演进规律的理解,开发能够针对肿瘤

特定阶段和特征的治疗药物或组合疗法,将有望实

现更为精准、高效且持久的肿瘤控制,真正推动精准

医学的发展。

2.2 肿瘤的异质性和可塑性

在肿瘤学领域,精准治疗的理念由来已久。精

准治疗的优势在于其高度个体化,能够根据患者的

基因、分子特征等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兼顾疗效与不

良反应的治疗目标,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

生存质量。然而,尽管近年来在分子靶向治疗、免疫

治疗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精准治疗的理想状态

仍然远未实现。精准治疗未能实现的科学问题,归
根结底在于我们对肿瘤异质性和可塑性的认识仍然

有限。从肿瘤的异质性和可塑性角度出发,精准描

述肿瘤在空间与时间尺度的差异性,对于临床精准

预测体系的建立、联合/序贯治疗策略的优化具有重

要意义。
肿瘤的异质性包含肿瘤细胞异质性和肿瘤微环

境异质性。肿瘤细胞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基因和蛋白



 

 6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5年

质表达上,还体现在细胞的形态、代谢状态、增殖能

力、分化状态、物理属性等多个方面。这种异质性使

得肿瘤细胞在面对治疗时能够迅速适应并产生耐

药。因此,即使对于同一种类型的肿瘤,也需要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来应对其异质性。然而,目前对

肿瘤细胞异质性的认识仍然有限,缺乏有效的手段

来全面评估其异质性程度和对治疗的影响。肿瘤免

疫微环境同样复杂多变。它包括了免疫细胞、细胞

因子、趋化因子等多种成分,这些成分之间相互作

用,共同影响着肿瘤的进展和治疗反应。然而,目前

我们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了解同样有限,尤其是在

不同肿瘤类型、不同治疗阶段以及不同患者之间的

差异性方面[16]。
肿瘤的可塑性是指肿瘤细胞在不同的微环境条

件下,能够改变其表型和功能特征,以适应恶劣的条

件,例如低氧、营养缺乏和免疫监视。这种可塑性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肿瘤内部的异质性,增加了肿瘤

细胞的适应性。肿瘤的可塑性是理解肿瘤如何适应

治疗并产生继发性耐药性的核心科学问题。在临床

实践中,我们常常观察到,即使是最初对治疗反应良

好的肿瘤,在持续的治疗压力下也会逐渐产生耐药

性,导致治疗效果下降,甚至治疗失败。这一现象的

背后,正是肿瘤的可塑性在起关键作用。然而,目前

我们对肿瘤可塑性的理解十分有限,尤其是缺少针

对可塑性的治疗手段[17]。
未来的研究需要借助先进的研究方法,对肿瘤

组织进行高分辨率、高精度的观察和分析,从而揭示

肿瘤内部不同细胞类型的分布、功能和相互作用关

系,为我们提供更为详细的肿瘤演变图像。通过对

这些图像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肿瘤

的异质性和可塑性特征,并据此制定更为有效的诊

疗策略。

2.3 肿瘤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肿瘤患者的治疗结局往往不仅取决于肿瘤本

身,更是受到全身多个系统功能状态的综合影响。
这一特点既体现了肿瘤自身的复杂性,又要求研究

者必须充分认识全身各系统功能状态在肿瘤治疗中

的重要意义。深入剖析这些特性对于全面理解肿瘤

本质、开发精准有效的防治策略、实现肿瘤治疗的系

统化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肿瘤的发生层面,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交织

复杂。致癌基因突变和抑癌基因失活是肿瘤发生的

主要驱动因素,但突变细胞是否转化为肿瘤,还受到

环境致癌物和生活方式(如肥胖、吸烟、饮酒等)的显

著影响。肿瘤发生与伤口愈合过程存在相似性,相
同致癌突变在不同组织微环境中可形成不同类型肿

瘤,充分展现出肿瘤细胞与组织微环境之间复杂的

相互作用[18]。肿瘤微环境是一个高度动态且复杂

的系统,涉及肿瘤细胞、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

内皮细胞和细胞外基质等多种成分。细胞龛为肿瘤

细胞提供生存、增殖和转移所需的支持,不同类型细

胞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各自发挥独特作用并相互影

响。在转移性定植过程中,转移细胞须在新器官重

建适宜的微环境,其中休眠龛维持转移细胞休眠状

态,但其特性及激活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这无疑

增加了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19]。
肿瘤与宿主系统的交互广泛而深入。在免疫宏

观环境方面,肿瘤通过分泌分子干扰骨髓和髓外造

血,促进免疫抑制性细胞增殖,从而削弱抗肿瘤免疫

反应[20]。肿瘤还可破坏宿主的免疫平衡。在代谢

与营养竞争方面,代谢重编程的肿瘤细胞与宿主细

胞争夺营养,引发恶病质等代谢紊乱综合征[21],还
可能进一步通过代谢失衡反馈影响肿瘤生长,形成

恶性循环。此外,肥胖、运动、饮食等代谢相关因素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紧密相连[22],凸显肿瘤与宿主代

谢系统联系密切。生物钟紊乱与肿瘤发生风险增加

有关[23],其基因表达振荡影响肿瘤相关蛋白表达,
尽管具体机制未明,但可能涉及抗肿瘤免疫和细胞

应激反应等方面。神经系统在肿瘤发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神经元—肿瘤相互作用促进肿瘤生长侵袭,肿
瘤亦可通过反馈机制影响神经系统。血栓炎症反应

失调与肿瘤密切相关,肿瘤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释

放因子促进血栓形成,血栓炎症可能推动肿瘤生长

转移[24]。作为人体“第二基因组”的肠道微生物同

样显著影响肿瘤发病机制和治疗反应,其组成和功

能变化与肿瘤发生、发展、治疗效果及预后相关,饮
食可调节肠道微生物组,进而间接影响肿瘤相关过

程[25]。这些交互作用展现了肿瘤与宿主系统之间

的深度联系,揭示了肿瘤发生和发展的多维性。

3 肿瘤研究传统范式面临挑战

肿瘤研究已发展近200年,传统范式主要聚焦

于组织病理、细胞和基因组等单一因素的生物学作

用。这种研究范式尽管科研投入巨大,基础研究成

果丰硕,但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转化过程却常常

受阻。这种较低的临床转化效率首先要归因于研究

设计与临床需求脱节,未能基于临床问题指导科研

方向。此外,随着对肿瘤系统性和复杂性的深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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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及新兴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研究范式在

处理多学科交叉及大数据运用方面的局限性也逐步

凸显,进一步降低了临床转化效率。

3.1 难以解决临床问题需求

肿瘤研究体系难以模拟肿瘤的真实情况。目前

大量肿瘤研究依赖于细胞系和动物模型,但这些模

型难以真实反映人体内复杂的肿瘤微环境。尽管小

鼠模型在机制研究中提供了重要信息,但由于生理

差异较大,许多在动物实验中有效的疗法在临床试

验中表现不佳。现有肿瘤研究的实验模型与真实肿

瘤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在:(1)
 

缺乏模拟肿瘤异质性

的研究体系,同源性较高,均一性较高,即使施加筛

选压力,仍仅能呈现缓慢而微弱的均一性改变,而真

实肿瘤具有较高的异质性;(2)
 

缺乏模拟肿瘤多组

分复杂性的研究体系,模型成分单一,主要以肿瘤细

胞本身为主,未考虑到微环境中各种细胞及细胞外

组分相互作用的复杂性;(3)
 

静止性,目前的肿瘤研

究模型往往研究某一横断面静态机制,缺乏纵向动

态机制研究,对肿瘤演进规律等认识不足。
临床问题难以有效反馈至肿瘤研究。现行的肿

瘤基础研究多以科学探索为导向,未能充分考虑实

际临床问题的复杂性和迫切性。肿瘤基础与临床研

究之间仍存在较高壁垒,临床医生和患者的实际需

求无法有效反馈至从事基础肿瘤研究的研究者,导
致基础研究成果的临床适用性较低。这种“研究推

动实践”的模式,忽视了以临床问题为驱动的研究需

求,从而无法满足当前精准医学和个性化治疗的发

展需求。传统肿瘤研究往往采用“群体平均化”的队

列方法,忽视了患者的个体差异,包括基因背景、生
活方式、代谢特征等因素。随着基因测序的普遍应

用,这种平均化的研究方法越来越难以解释肿瘤患

者之间显著的异质性。实际临床中,患者的遗传特

性和肿瘤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相同的治疗方案

在不同患者中效果千差万别。传统研究未能充分考

虑个体差异性,限制了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阻碍了

肿瘤个体化、精准治疗的发展。
肿瘤研究方向与患者需求不匹配。传统肿瘤研

究范式往往倾向于瞄准高发肿瘤的治疗需求,而对

肿瘤患者群体自身需求关注不足,导致未能合理分

配研究资源,进一步加剧了肿瘤治疗中的不平等问

题。主要表现在:(1)
 

罕见肿瘤研究投入不足。现

有肿瘤研究资源分配中,高发癌种通常受到更多关

注,而罕见癌种的研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人力

投入。罕见癌种患者面临着诊疗进展缓慢和治疗选

择有限的问题。(2)
  

生活质量与长期生存的关注度

低。肿瘤治疗传统上更注重生存率提升,而忽视了

患者的生活质量。许多治疗手段在短期内有效提高

了患者的生存期,但往往伴随较严重的副作用,导致

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影响长期生存。在临床

上,肿瘤患者对生活质量的关注愈发突出,而现有研

究对这方面的关注度较低,缺乏对患者生活质量和

长期康复的系统性研究。这种以“生存率为导向”的
研究模式未能全面考虑患者的需求,难以满足实际

临床中的综合性需求。

3.2 传统研究范式转化效率低

我国基础医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步。近

20年来,我国研究者在 Nature、Cell、Science 三大

最高学术声誉期刊上发表的基础医学论文数量与占

比均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论文数量与比例高居世界

第二。例如,2023年在Cell及其子刊中发表论文已

超400篇,反映了我国基础医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正在不断增强。然而,肿瘤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临

床的实际转化效率仍不理想。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

多重因素,其中临床资源参与较晚、缺乏跨学科合作

以及监管审批严苛是三大核心瓶颈。
首先,临床资源在肿瘤研究后期才介入的传统

模式显著降低了转化效率。在研究的早期阶段,科
学家主要依赖细胞系和动物模型进行临床前研究。
尽管这些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肿瘤的生长和发

展,但它们与人体内复杂的微环境和生理机制仍存

在显著差异。人体内的肿瘤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调

控,还受到免疫、内分泌和代谢等多个系统的综合影

响。因此,单靠细胞系和动物模型很难全面反映人

体内肿瘤的真实情况。此外,许多研究在进入临床

试验前,缺乏回顾性队列研究或临床组织样本验证。
这意味着一些在临床前研究中效果良好的药物或疗

法在人体内可能失效,无法适应复杂的生理环境,从
而浪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导致转化效率低下。

其次,跨学科合作的缺乏也限制了肿瘤研究的

转化效率。在现有的科研体系中,大型医疗机构通

常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如患者临床随访数据、组
织样本和队列资源,但这些资源未能有效用于科学

发现的验证。同时,一些专注基础研究的机构或新

兴领域的研究人员虽然具备先进的科研技术和理

论,但难以对接临床资源。这种资源与知识的断层

导致许多潜力研究项目无法获得充分验证,既影响

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也阻碍了医学科学的整体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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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严苛的监管审批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同时也增加了临

床转化的时间和成本,影响了转化效率。一方面,它
增加了药物研发的成本和时间,使得一些有潜力的

药物因为资金或时间的限制而无法完成临床试验;
另一方面,监管审批的严格性要求研究者遵循特定

规范,限制了创新空间,使一些创新性治疗方法因不

满足监管要求而难以应用于临床。

3.3 难于顺应新兴前沿技术发展趋势

以多组学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新型基因编

辑技术、类器官技术和合成生物学技术等为代表的

新兴前沿技术,正深刻改变肿瘤研究与临床实践的

格局。这些技术不但在揭示肿瘤发生、发展和演变

机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临床问题驱动的基础研

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且为新型诊疗策略

的研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传统的肿瘤

研究范式在适应这些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时,面临着

显著挑战,难以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潜力。
多组学技术(基因组学、表观遗传组学、转录组

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空间组学等)和多模态数

据分析为全方位解析肿瘤的复杂生物学特性提供了

可能。然而,传统方法基于大量细胞的平均信号,无
法捕捉单个细胞的特异性,同时缺乏对多组学数据的

整合和分析能力,难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意义的信

息,限制了对肿瘤异质性和微环境的深入理解。例

如,樊嘉院士团队通过整合大规模多组学数据,发现了

肝癌多维度剖析转移的复杂演化过程并提示其关键驱

动基因和信号通路,为临床诊疗提供了重要参考[26]。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技术在数据处理、模式

识别和预测分析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在解析

肿瘤发生、发展和演变机制的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

(包括临床数据、影像数据和组学数据等)构成了宝

贵的资源,有望广泛应用于早期诊断、医学影像分

析、预后预测、治疗方案优化以及药物研发等领域。
例如,谷歌DeepMind团队开发的AI模型在乳腺癌

筛查中的表现已达到专家级水平,显著降低了假阳

性和假阴性率[27]。然而,传统的研究模式往往缺乏

对AI技术的充分理解和有效融合,同时对大数据的

标准化和跨学科合作也存在不足,这些挑战制约了

大数据AI在肿瘤领域的深入应用。
总之,传统的肿瘤研究范式正在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在于实验模型难以模拟真实肿瘤情景,导致临

床前研究有效性低,且与临床真实需求脱节;其次,
临床资源介入晚、跨学科合作不足及监管审批严苛

等导致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低,不利于“基础—临床—
基础”的正向循环;最后,传统范式难以适应多组学、
大数据AI等新兴前沿技术带来的研究机遇,限制了

对肿瘤复杂生物学的深入理解,影响了肿瘤防治水

平的提升。因此,肿瘤研究亟须更新研究范式,以提

升肿瘤研究的临床转化效率和治疗精准度,满足患

者的实际需求,推动肿瘤医学的持续发展。

4 国内外临床问题为导向的转化研究范例

及启示

  随着我国肿瘤发病率与死亡率不断攀升,肿瘤

防治工作形势日益严峻。相关研究的滞后性与迫切

的肿瘤防治形势之间形成了明显矛盾,传统研究范

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需求。在跨学科协作时代背景

下,学科前沿的交叉融合为肿瘤研究带来了新机遇。
面对这一形势,研究者必须深刻认识到传统研究范

式的局限性,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国内外研

究者已成功开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的研究范例,无疑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值得我们深入剖

析、认真借鉴。

4.1 队列研究剖析肿瘤全生命周期演变规律,为患

者全程管理提供新手段

  肿瘤全生命周期包括肿瘤发生、转移和耐药,直
至晚期恶病质的全过程。站在肿瘤全生命周期的视

角开展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肿瘤发生、发展及

演变的机制和规律,及时发现并干预肿瘤的早期发

生,制定精准的治疗策略,预警肿瘤的复发和转移,
提高肿瘤三级预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全周

期管理在关注肿瘤防治的同时,更应强调治疗过程

中的器官功能保护和恢复、心理健康,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让患者回归社会,重返工作岗位。因此,关注

肿瘤全生命周期发生、发展和演变是提高肿瘤综合

防治水平的关键。
涵盖肿瘤全生命周期的临床队列和样本库的建

立是推动肿瘤发生和演进研究的重要举措之一。针

对如结直肠癌、肺癌等具有明确癌前病变的癌症,通
过比较正常组织、癌前病变和终末期癌症样本,精确

描绘肿瘤早期演进阶段的克隆选择、关键分子事件

及影像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类肿瘤图谱网

络 (Human
 

Tumor
 

Atlas
 

Network,HTAN)计

划[28],该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单细胞图谱,定义癌

前病变向恶性肿瘤的转化、恶性肿瘤向转移性肿瘤

的发展及肿瘤对治疗的反应。截至2024年8月,

HTAN已收集2
   

088名患者的8
   

000多个肿瘤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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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21种组织器官,构建了14种肿瘤的单细胞图

谱,为后续研究开展积累了宝贵的临床资源,为中国

建立类似数据库提供了范式。解析肿瘤动态演进规

律的队列研究 TRACERx由英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主导,是一项聚焦于非小细胞肺癌的前瞻性多中心

队列研究。该研究首次覆盖了肿瘤演进的全周期,
关注诊断、手术切除、肿瘤复发转移的全过程[29]。
该研究对421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1

   

644个肿瘤

区域进行基因组分析,追踪肿瘤变化,发现肿瘤的遗

传多样性不仅源于基因变异,还与基因表达方式相

关。基因表达差异影响术后复发风险;此外,特定基

因突变模式与复发密切相关。通过ctDNA检测,研
究实现了肿瘤DNA的实时监测,为复发或治疗效

果不佳提供早期预警。目前该研究已扩展至黑色素

瘤、前列腺癌和肾癌,以更全面探索肿瘤演进周期的

分子机制及其对治疗和复发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也启动了多项大规模队列研究,如

中国癌症基因组图谱(CBCGA)[30]、中国前列腺癌

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图谱(CPGEA)[31]及中国人群

肝癌图谱(CLCA)[32],从多层面揭示了中国癌症患

者的特有分子特征,为中国人群的肿瘤预防、诊断和

治疗方案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这些队列大

多为横断面研究,缺乏涵盖肿瘤发生和发展不同阶

段的动态临床样本,因此在解析不同癌症类型的发

生和演进分子机制方面,尚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理论

支持。我国应借鉴 HTAN和 TRACERx模式,开
展中国人群的肿瘤全生命周期临床队列研究,收集

早期至晚期多时间点样本,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多

组学、多模式分析,精准阐明肿瘤发生发展和演变的

全过程。这将为开发更有效的肿瘤预防、诊断和治

疗策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最大限度延缓肿瘤进

展,提高治疗效果,甚至实现肿瘤治愈。

4.2 采用更贴近临床的研究体系,推动新药研发与

成果转化

  转化研究在肿瘤治疗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它不仅架起了基础科学与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
推动了肿瘤诊疗新策略的创新,还为实现精准医学

提供了科学依据。如何进一步提高转化研究的效

率,关键在于紧密围绕临床实际问题开展研究,采用

更加贴近临床需求的研究体系和方法。通过深化基

础研究与临床需求的结合,加强多学科的协同合作,
能够缩短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转化周期,提升研

究成果的临床转化效能。

B2B(bedside
 

to
 

bench/bench
 

to
 

bedside)研究

模式有助于一开始就朝着具有临床实践意义的方向

发展,从而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和成功率。王

红阳院士团队的工作可作为这一研究体系的成功范

式。胆管细胞癌是一种罕见但恶性程度极高的肿

瘤,传统的治疗方法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王红阳

院士团队在临床数据分析中发现,PTEN缺失是胆

管癌转移侵袭的重要危险因素,进一步,采用小鼠模

型阐明了PTEN缺失通过增加蛋白酶体的数量并

增强其活性从而促进胆管癌的恶性增殖。最后,通
过高通量药物筛选明确了PTEN缺失的胆管癌对蛋

白酶体抑制剂高度敏感。在上述实验结果的基础上,
他们发起了一项应用蛋白酶体抑制剂Bortezomib治

疗经一线化疗失败且PTEN缺失的胆管癌患者的II
期、单 臂 临 床 研 究(NCT03345303)。结 果 显 示,

Bortezomib疗效优于标准二线方案。该治疗方案被

《中国抗癌协会胆道恶性肿瘤靶向及免疫治疗指南

(2024)》作为2C类推荐。这一研究通过深入的机制

研究回 答 临 床 问 题 并 提 出 解 决 方 案(bedside
 

to
 

bench),随 后 又 完 成 了 从 基 础 到 临 床(bench
 

to
 

bedside)的转化研究,真正践行了B2B研究模式,确
保了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33]。

4.3 多学科前沿技术深度交叉融合,助力外科技术

精准化、智能化发展

  肿瘤研究中诸多突破性研究成果均源于多学科

的深度融合与应用。例如,影像学手段与放射治疗

技术实现了精准的肿瘤定位与分期;病理学与分子

生物学技术帮助识别肿瘤的分子特性和生物标志

物;液体活检监测血液中肿瘤相关物质促进了早期

诊断和治疗进展评估;基因组测序结合生物信息学

与数据科学,为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支持;化学、材
料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整合开发新型药物递送系统

与生物材料,提升了药物靶向性和生物相容性。这

些研究成果已或即将应用于临床,推动肿瘤早期诊

断、精准治疗和疗效评估领域的发展。由此可见,依
托多学科技术优势,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开展研究,
已在肿瘤早期诊断、治疗、疗效评估和药物研发等方

面显现出巨大潜力,应当作为肿瘤研究新范式的重

要特征加以提倡。
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为外科手术发展带来了新

的可能,催生了新兴的研究范式。张旭院士团队结

合了我国5G+互联网专线现代通信技术,发挥了远

程手术系统低延时和高稳健性的优势,实现了低延

时、高精度、高稳定性的跨洲际远程手术操作[34]。
例如,2024年6月,张旭院士团队在意大利罗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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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产远程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了跨亚欧大陆的

首例“全球最远距离”远程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标志

着我国在远程外科研究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35]。
这一成果正是机器人手术、远程通讯、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和新理念交叉融合下催生的,为我国医药事业

在国际社会上赢得更多的支持与认可。
在人工智能辅助临床决策方面,基于人工智能

的临 床 决 策 支 持 系 统(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CDSS)[36]借助临床数据库尤其是血清学、
影像学、病理学和分子及其蛋白质组学资料,通过优

化各种算法以实现大数据智能化分析,以人机交互

的方式来辅助医生实现临床决策。陈孝平院士团队

借助CDSS系统,实现了对肝硬化结节与早期肝癌

的精准判定,构建基于高分辨静态CT微血管侵犯

预测模型,建立根据肿瘤位置和大小及周围血管组

织情况的手术切除范围精确规划模型和肝癌手术后

生存期预测模型等,形成了围手术期人工智能临床

决策系统中一些成熟的技术标准[37]。陈孝平院士

团队同时利用影像图片特征、临床检测和病理数据

构建术后高侵袭性复发预测多模态模型,再利用影

像图片和临床检测数据反推术前多模态模型,模型

预测稳定性良好,取得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未

来,肿瘤学研究将依托肿瘤学专家、数据科学家和工

程师等领域专家的协作,通过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共
同推动肿瘤诊治的快速发展。

5 临床问题驱动的肿瘤研究新范式的内涵

与特征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领域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迈进大科学的新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前沿

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学科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交叉融合成为推动知识创新的关键力量。医学研究

作为关乎人类健康与福祉的重要领域,其内容、方法

及目标正经历着实质性的变革。当前,传统的研究

模式已难以满足复杂疾病,尤其是以肿瘤为代表的

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科学研究范式因此正在经历

着深刻的变革。“临床问题驱动的肿瘤研究新范式”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强调以患者为

中心,采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手段、贴近临床病

理特征的研究体系开展全程动态观察研究,阐明临

床中肿瘤预防、诊断、治疗瓶颈背后的关键科学问

题,以推动诊疗技术的进步,最终降低肿瘤的发病率

与死亡率(图1)。具体而言,新范式的核心内涵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强调研究问题应源自

临床实践中的真实需求,科研人员须深入临床一线,
与临床团队紧密合作,识别并提炼出具有迫切解决

意义的研究课题,确保研究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实

际应用价值。

图1 肿瘤研究新范式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Fig.1 The
 

Essentia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
 

Paradigm
 

of
 

Tum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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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治疗关注转向全周期管理:不仅关注肿

瘤的早期发生与发展,还要探索早筛、早诊技术的创

新,旨在对疾病的全周期进行有效干预,提高治疗效

果,延长患者生存期。此外,强调对患者康复期的管

理,力求形成一个涵盖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的综

合防治体系。
(3)

 

推动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科研工作的目

标不再局限于发表学术论文或理论突破,而是注重

科研成果转化为可直接改善临床实践、提升患者生

活质量的应用,力求实现科学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无

缝衔接。
基于上述核心内涵,新范式呈现出以下特征:
(1)

 

以患者为中心:强调以个体患者和人群为

研究对象,围绕患者需求展开研究,确保研究内容和

方向直接响应临床需求。
(2)

 

贴近临床病理特征:充分利用临床资源,包
括患者病历、影像资料和生物样本,构建更为真实、
可靠的研究体系及动物模型,精准模拟肿瘤的发生

和发展过程,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3)

 

学科交叉融合:更强调物理、化学、生物、
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推动肿

瘤研究 的 深 度 与 广 度,促 进 跨 学 科 合 作 与 技 术

创新。
(4)

 

全程动态观察:通过长期跟踪研究肿瘤的

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收集并分析大量临床标本和

随访数据,揭示肿瘤的内在发生机制,为精准医疗和

个体化治疗提供重要支持。
我们有理由相信,“临床问题驱动的肿瘤研究新

范式”将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前瞻性的创新理念,引领

我国肿瘤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新范式的成

功推广与广泛应用,将深刻改变肿瘤防治的全貌,为
肿瘤的早筛早诊、有效治疗及全面康复全周期提供

科学依据和有力支撑。同时,它也将为《健康中国行

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的顺

利实施提供坚实的保障,助力我国构建更加完善的

癌症防治体系。此外,新范式还将极大地促进肿瘤

治疗靶点的高效发现,为原创新药的研发开辟新的

路径,推动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持

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展现出

的跨学科融合、以患者为中心、注重成果转化的研

究思路与方法,将在其他重大慢性疾病的防控工作

中发挥借鉴作用。总之,“临床问题驱动的肿瘤研

究新范式”不仅将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所设定的宏伟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

践指导,也必将助力我国构建更加完善的肿瘤防治

体系,为健康中国的美好愿景奠定坚实而稳固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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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及启示”做的内容梳理,感谢李梦侠主任医师、
贾罄竹副主任医师在综述起草中做的内容梳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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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ignant
 

tumors
 

pose
 

a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threat,
 

causing
 

considerabl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hile
 

also
 

imposing
 

a
 

substantial
 

burden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five-
year

 

survival
 

rate
 

for
 

cancer
 

patients
 

remains
 

markedly
 

lower
 

than
 

that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ighlighting
 

the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Currently,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umor
 

research
 

is
 

presented
 

with
 

bo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substantial
 

challenges.
 

Traditional
 

research
 

models,
 

which
 

prioritize
 

basic
 

knowledge
 

discovery,
 

have
 

hindered
 

the
 

effectiv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findings
 

into
 

clinical
 

practice.
 

To
 

address
 

this
 

gap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umor
 

research
 

translatio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organized
 

the
 

“New
 

Paradigm
 

of
 

Tumor
 

Research
 

Driven
 

by
 

Clinical
 

Problems”
 

Shuang-Qing
 

Forum.
 

The
 

forum
 

critically
 

addressed
 

key
 

challenges
 

in
 

tumor
 

preven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drug
 

development,
 

while
 

exploring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ing
 

“new
 

paradigm”
 

in
 

tumor
 

research.
 

This
 

article
 

seeks
 

to
 

summarize
 

the
 

key
 

outcomes
 

of
 

the
 

forum,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China,
 

discuss
 

major
 

scientific
 

challenges,
 

critique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and
 

outline
 

the
 

goals
 

and
 

features
 

of
 

the
 

new
 

paradigm.
 

Ultimately,
 

it
 

aims
 

to
 

offer
 

theoretical
 

insights
 

to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umor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form
 

the
 

forward-looking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funding.

Keywords tum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linical
 

practice;
 

translation
 

research;
 

novel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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